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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

化管理。 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

施起到重要作用。 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
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 研究首先对我国行

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 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

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

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 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

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 U 型结构作

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
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
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

上,利用 2000—2016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

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 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 U 型作用下存在的

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 500 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

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

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城市在 387 万人时处于最

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

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 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

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
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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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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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是政府对区域发展的重要规划方式,政府通过划分层级结构以实现对地

理空间的行政管理[1] 。 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的职能之一就是用区域划分其国民。 行政级别制度

一方面是政府以行政管理与区域发展为目的展开的地区间层级的设计规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

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趋势。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方式逐渐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纵向运行机制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横向运行机制进行转变,原有的行政区划设置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2] 。 为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进程,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置的经济特

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行政区划制度调整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区域、国家整体的开放水

平与经济发展,既反映出政府通过行政级别制度的设计调整推动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作

用,也反映出区域、城市利用行政级别制度实现集聚经济和规模优势的发展现象。 继而在我国出现

了一种兼具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的区域经济类型:行政区经济。
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

施起到重要作用。 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相对于普通地级市而言,在财政支出能力、人力资本吸引能

力、资源集聚能力上具备更大的优势,从而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更为优越的基础条件。 城市可以

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

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
行政级别设定不仅对地区的经济、人口、资源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区域土地产出效率产

生了显著影响。 一方面,属于不同行政区划的地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其资源禀赋与政治权力的

不同,使得其单位空间内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相邻地区需要通过协调行政区划

设置实现其发展的协同效应,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单位空间内部的土地产出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通过行政区划制度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实现路径。 土地空间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数量及面积受到固定限制。 随着城市

的人口增多、集聚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用地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进而逐渐引发地区间、城市间的土地

资源争夺。 城市用地挤占农业用地的情况屡屡发生,城市内部呈现出土地资源紧缺、空间布局混乱

的现象,对地区的土地资源分配、空间布局结构提出了极大挑战。 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城市

规模与承载力相适应、地区的梯度化发展结构,就需要协调城市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正确处理好

城市土地产出效率与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城市进行行政级别的设定调整以及城市规模的

管控从而实现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的优化、政府与市场及城市发展规律的

协调[3] 。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要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在 2015、2016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城市的发展要注重空间布局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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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实现紧凑集约,使人口规模与承载能力相适应,深化改革,完善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并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明确指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形成

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 此外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中也强调了通过优

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城乡与区

域间的协调发展。
目前缺乏从行政级别、城市规模视角展开的对土地产出效率的研究,未能实现对我国特色行政

区划制度下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分析。 本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

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认为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存在

紧密联系,城市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行政级别的设计调整、城市规模的控制作用。 研究基于

理论分析,实现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的定量测算,并将三者纳入统一的分析体系中

进行研究。 研究对于探寻城市土地产出效率提升实现路径,确保地区地理空间结构合理、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城市空间发展可持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回顾

关于区域行政级别设定及规模控制的研究起始于都市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源于政府在

都市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地方环境及公共服务设施等间接影响企业投资和居民居住环境的选择,从
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4] 。 国外学者对于政府的行政区划设置作用与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

城镇化进程导致的公共资源、土地资源的挤压问题,认为应当通过对行政区划的调整统筹各方利

益,协调政府管理[5] 。 Ahrend 等将行政区划、政府治理效率与生产力集聚之间进行了联系,认为国

家及地区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保持一定的宽松环境有利于生产力集聚以及城市规模扩大[6] 。 Irwin
基于城市空间经济模型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土地产出效率的研究要结合经济层面

与政策层面双重影响分析[7] 。 Tsai 对人口与城市土地扩张进行分析,认为城市扩张来自于人口的

潜在压力,城市要提升土地产出率必须实施以城市中心为核心形成高度紧凑的行政区划的政策[8]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学者们对各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更为广泛多维的研究。 Geshkov 和

Desalvo 对美国城市土地产出效率进行分析,认为应当对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的增长边界进行有效控

制,通过控制城市扩张实现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有效维持[9] 。 Koster 和 Rouwendal 通过对欧洲行政规

划政策与土地产出效率的研究,发现通过紧凑和功能混合的规划方式,拓展城市土地的多样程度有

利于土地产出效率的提高[10] 。 Sridhar 研究印度城市的土地产出效率,认为过于严苛的土地规划政

策不利于城市经济及空间格局的发展[11] 。 Duvivier 通过对中国地区及城市用地类型的分析发现不

同地区的城市用地效率差异性较大,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生产效率具备优势,应当对城市进行合理

规划[12] 。
在行政级别方面,最早由舒庆、刘君德[13] 提出了行政区经济的概念,行政区经济是因行政区划

对区域经济产生刚性约束从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 关于行政区经济模式是否适应于市场经

济体制的问题,刘小康认为行政级别的制度设计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转变从而

对区域经济所形成的来自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分割现象[14] 。 王麒麟认为城市行政级别的形成源

于政府干预,而城市群经济因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呈现出越好的发展水平[15] 。 高玲玲和孙海鸣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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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级别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区单位的变动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

影响[16] 。 国内学者进一步结合行政区经济与土地产出效率进行了研究分析。 冯红燕等认为影响土

地产出效率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自然因素与经济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应当通过对土地进行分区管

理,完善现有土地行政管理制度[17] 。 方创琳和马海涛对政府行政管理与土地资源保护问题展开研

究,发现中国行政区单位不断增多导致行政结构及规模复杂化,容易引发土地资源的浪费,应当严

格控制城市行政级别的审批权限,谨慎扩大人口规模[18] 。 李志刚等对土地产出效率与地区主体功

能规划管理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认为提升土地产出率需要对地区及城市进行充分的功能区规划,
强化地区间、地区内经济联系,从区域一体化及功能区划分的视角进行政府行政管理[19] 。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从不同学科、不同维度进行了较为

充分的研究,认为城市的级别、规模对其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行政级别、规模大

小的设计调整应当围绕促进国家及地区的稳定、健康发展进行。 国外对行政级别与规模的研究历

史较久,视角广阔且成果丰硕。 然而,由于不同的政治结构测度方法与对应的行政级别相关联,传
统的政治结构测度方法使相关研究更加模糊化[20] 。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仍

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就国内而言,学者对于行政级别的研究主要是以理论阐述为主,如多

中心治理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政府间关系理论等。 在土地产出效率的研究中,大部分国

内外学者将政府、经济因素作为主要影响变量展开分析。
目前关于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的研究并未考虑我国行政级别设定的特殊性,切实结合我国国情

的地区行政管理制度研究极为罕见。 尚未有研究实现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定

量分析。 本研究将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结论对政府提升城市土地产出效率选择实现路径、行政级别设定调整方向、城市规模控制幅

度、转变政府空间治理模式、协调地区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尝试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回答如下问题:(1)我国的城市行政级别规

划是否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起到正向作用? (2)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呈现出何种变化

趋势,是否存在适用于土地产出效率提升的最优城市规模? (3)如何有针对性地通过行政区划制度

的设计与调整推动我国城市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

三、制度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行政区经济模式下形成了稳定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自上而下依次为:直
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 直辖市与其他省份、自治区相同,直接受到

中央管辖,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通常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市长也为正省部级配置,城市的行政级

别最高。 省会城市是省份、自治区的行政中心,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通常会兼任省委常委,为副省

部级配置,从而省会城市的行政级别要高于一般地级市。 在我国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中不同的省

会城市之间还存在着差异。 在中央文件①中对副省级城市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广州、武汉、哈尔滨、
沈阳、成都、重庆、南京、西安、长春、济南、杭州、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为副省级城市。 在中国

现有的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有 13 个为政府设立的计划单列市(济南、杭州除外)。 因此,对于副省级

371

①《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编发〔1995〕5 号)。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1 期　 　 　

城市的制度设计可以追溯到计划单列市的产生。
1983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重庆市设为计划单列市②,并陆续批复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

滨、南京、宁波、厦门、青岛、武汉、成都、重庆、广州、深圳、西安等 14 个计划单列市的政策文件。 计划

单列市的市委书记由中央直接任命,给予副省部级的配置。 计划单列市的设立是国家从政府级别

的角度对部分政治中心、区位中心城市给予政策、财政、权力上的优势条件,是中国行政区经济模式

下行政区划制度设计与调整的重要表现。 而副省级城市的确定进一步对不同城市内部机构、人员

的政治级别进行了明确,使得副省级城市与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之间的差异得到了制

度层面的确立。 在 1997 年重庆市被设立为直辖市之后,我国的城市行政级别基本保持了稳定的结

构体系。
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能够实现的权力范围、财政能力、资源配置均更具优势,进而使得整体经

济发展水平更高。 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在区域内承载着更为重要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 用

不同城市行政级别与 GDP 之间的关系形成散点图(研究对中国城市行政级别通过虚拟变量的形式

进行划分,其中,直辖市哑变量赋值为 4,副省级城市哑变量赋值为 3,准副省级城市哑变量赋值为

2,一般地级市哑变量赋值为 1)。 图 1 为中国 2016 年 26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行政级别与 GDP 的

散点图,可以看到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其经济规模也就越大,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图 1　 城市行政级别与 GDP 散点图

伴随着近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地区内的城市行政级别设置也进行过多次变

动———“地改市”“县改市”“地市合并” “市管县” “省管县”等大方向性的调整,每一次调整改革都

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 通过对民政部区划地名司政策文件的统计,发现 2000—2006 年期

间行政区划设置以城市更名、建立新区、区划归属调整为主,所颁发的行政区划设置文件在 2004 年

后出现了悬崖式的数量下降。 研究进一步对 2007 年至 2016 年期间经国务院审批通过的县级以上

行政区划的变更调整政策文件进行统计,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分别为 6 项(2007 年)、4 项(2008 年)、9
项(2009 年)、12 项(2010 年)、13 项(2011 年)、14 项(2012 年)、19 项(2013 年)、29 项(2014 年)、35
项(2015 年)、39 项(2016 年),其中是对地区进行“撤县改区” “地改市” “多区合并” “设立新区

(县)”等方面的行政级别设置安排的政策文件分别为:1 项(2007 年)、1 项(2008 年)、6 项(2009
年)、5 项(2010 年)、10 项(2011 年)、14 项(2012 年)、17 项(2013 年)、28 项(2014 年)、34 项(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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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四川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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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4 项(2016 年)。 说明政府正在不断通过积极的行政级别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协调政府

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新常态下构建更高层级的开放经济格局。 行政级别设置是对城市职能

的准确定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解决城市间的发展制约问题、满
足我国整体发展需要的重要实现路径。 城市行政级别的设置是为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的

资源合理调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

四、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

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进行研究。 工业革命后,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人
口、资本、各类要素资源不断在城市形成集聚,规模经济效应不断推动地区及城市高速发展。 空间

一方面作为重要的规模经济的载体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另一方面,空间距离也成为人口、资本、各类

要素资源流动扩散的冰山成本,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再一方面,空间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其演化

发展也会推动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 由于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城市扩张不仅受到客观区位

条件的影响制约,同时也会不断增加城市的承载压力。 因此,充分提升土地产出的效率对于地区及

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产出效率一方面受到政府行政规划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受城市客观经济发展的制约。

行政级别是政府实现国家及地区空间规划管理的重要制度,通过对城市建立梯度化的制度体系,实
现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合理利用。 由不同级别政府结构为主导的行政网络形成了国家层面中

央—地方、地区层面核心—边缘的地理空间结构关系。 进行行政级别调整意味着行政管辖区范围

的变化以及行政权力的变更。 一般而言,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职能范围、资
源优势都较为明显。 研究进一步由图 2 对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的作用机理展

开分析。

图 2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作用机理

通过图 2 对行政级别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地

区的集聚经济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政府的政策规划、政府投资行为等会对地区的集聚效应产生

正向或负向的影响,政府部门是推动地区经济集聚化的重要作用因素[21] 。 研究进一步由三个方面

就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作用展开分析。 第一,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其权力职能范围更

大,并且人员的晋升空间也更大,从而使得政府的职能范围与治理能力具备优势。 例如副省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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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般地级市,一方面整体部门配置为副省部级单位,其行政权力更高,能够获取相对应资源

配置的能力也更强。 同时副省级城市内部各部门人员的晋升空间也比一般地级市更广阔,从而促

进政府的治理能力及效率提升。 第二,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在财政税收方面更具备优势,其财政规

模更大并且自由度更高。 例如副省级城市在国家财政体系中属于省一级单位,其财政支出直接由

中央进行划拨,相较于一般地级市而言,副省级城市在财政税收方面受到省一级单位的制约较小,
其整体财政规模与支出自由程度更高,从而使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出现显著差异。 第三,行政级别更

高的城市其资源配置能力更具备优势。 一方面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与中央及省一级部门的联系更

加紧密,其能够获取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政策便利优惠条件、战略资源支持也就更多,从而使得城

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具备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例如副省级城市与一般地级市相比,其能够实现

部分省级单位的政府权限职能,并且与中央各部门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能够为城市的发展争取更多

的隐性优势条件及资源倾斜。 另一方面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在国家区域规划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

出,承载着带动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目标。 例如国家设立的 15 个副省级城市均在区域发

展中处于特殊地位,承载着区域发展由点带面的责任。 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更容易获取区域发展

中的政策支撑、要素集聚等优势,从而与一般地级市拉开差距。
不仅是副省级城市与一般地级市相比具有显著优势,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与一般地级市相比

也具备行政级别所带来的优势条件。 一方面省会城市是省份、自治区的行政中心,其获取省一级部

门单位的财政、政策支持的竞争力要比一般地级市更强;另一方面由于省会城市处于省份、自治区

的行政中心,在项目审批、验收以及人力物流等方面的成本相较一般地级市也更具备优势;再一方

面省会城市在中国行政区经济模式下往往不仅是行政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承载着省份、自治区要

素集聚、资源分配、扩散带动等方面的作用,使得省会城市在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科技水平、基础设

施等方面相较一般地级市的差距不断被拉大。 省会城市呈现出全方面对省(自治区)内其他一般地

级市的超越[22] 。
 

研究进一步结合规模经济理论对城市规模与城市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 在城市

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时,由于城市独特的区位优势、聚集吸引能力,使得各类要素资源在城市内部形

成集聚,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促使规模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与交易成本的下降也不断促

使更大规模的集聚形成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张[23] 。 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综合职能、公共服务、社会福

利等方面也趋于完善,进而促使城市成为地区内部发展的主要动力[24] 。 当城市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其城市土地产出效率不断提升。 但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也会对城市的承载能力提出更高的要

求,城市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资源环境的消耗程度不断扩大[25] ,部分行政级别更高、发展基础更好

的城市其集聚经济率先出现了边际递减的现象,城市规模的扩大不再对其经济发展起到显著作用,
而由于人口密度过大、生产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结构复杂、地区发展差距悬殊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

现下降,城市开始出现“大城市病”,经济发展逐步呈现出向外部扩散的趋势。 因而当城市规模超过

一定范围后,会导致对城市土地产出效率的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认为城市规模对土地产

出效率起到倒 U 型结构作用,城市规模存在最优规模临界点,当城市规模超过最优范围后,会对土

地产出效率起到负向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的交互与城市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分

析。 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具备正向的推动作用,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可以在权力职能范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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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能力、资源配置等方面更具备优势,促使城市土地规划利用的效率更高。 城市规模在经济发展初

期伴随着规模效应,对土地产出效率起到正向作用,而当城市规模超过承载力范围后,会对土地产

出效率起到负向作用[26] 。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的观点提出在实际情况下存在着一般化的行政区

与经济区的协同发展模式,可以通过政府行政力量的调控以实现对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发展不平衡

的修正。 研究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的交互对土地产出效率的作用也就是进一步探寻城市在经济发

展中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协同。 一方面根据政府通过构建梯度化的行政级别结构对地区空间体系进

行全局整体设计,可以为不同类别、不同阶段的城市预留发展空间,满足地区整体的土地资源需求,
优化土地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管控可以实现城市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行政级别、城
市规模的交互是政府作用与市场因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可以进一步提升地区及土地产出效率[27] 。

根据以上分析,研究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H1: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会产生正向作用。
H2: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
H3: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会有协同的正向作用。

五、研究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研究使用面板数据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展开分析。 结合理论分析,建立行政

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实证模型。 通过式(1)可以对研究假设 H1 进行检验,通过式(2)
可以对研究假设 H2 进行检验,通过式(3)进一步对式(1)、式(2)进行联立分析,可以对研究假设

H3 进行检验。
LnEFFit = β1LEVELit + βicontrol + regioni + uit (1)
LnEFFit = β2LnSCAit + β3(LnSCAit) 2 + βicontrol + regioni + uit

 (2)
LnEFFit = β1LEVELit + β2LnSCAit + β3(LnSCAit)2 + β4LEVELit × LnSCAit +

βicontrol + regioni + uit (3)
其中,EFFit 表示土地产出效率,为城市生产总值与建成区面积之比,通过土地产出效率可以对

城市的经济效率及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衡量[28] 。 LEVELit 表示行政级别,研究依据中国城市划分标

准对行政级别变量进行虚拟变量赋值,直辖市赋值为 4,副省级城市赋值为 3,准副省级城市赋值为

2,一般地级市赋值为 1[29] 。 城市规模 LnSCAit 用城市年末总人口衡量。 (LnSCAit) 2 为城市规模的平

方项,根据柯善咨和赵曜[30]的研究通过取城市规模的平方项可以对城市规模的倒 U 型变化进行检

验。 LEVELit ×LnSCAit 为两者的交互项,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的协同作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对模

型内的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以避免交互项的共线性问题。 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regioni 为模型

对城市的地区效应进行控制, uit 表示随机项,i 表示第 i 个城市,t 表示第 t 个年份。
 

本研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控制变量的选取,包括:工业集聚水平[31] ( IND)、规模以

上企业总利润[32](PROF)、货运总量[33](FRE)、客运总量[34](PAS)、财政预算收入[35](BUGS)、道路

面积[36](ROAD)、平均工资[37](WAGE)。 以上述控制变量对城市发展的经济结构、运输能力、政府

财政能力、城市基础设施、消费水平进行衡量。 本文以 2000—2016 年为时间段对行政级别、城市规

模与土地产出效率展开研究。 为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选取了 2000—2016 年行政级别保持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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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依照直辖市(4 个)、副省级城市③(10 个省会级计划单列市、5
个非省会的计划单列城市)、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④(17 个省会城市)及一般地级市(225 个城市)对

城市行政级别进行划分。 考虑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特殊性,研究未将

其纳入研究范围;拉萨市数据空缺较多,因此也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研究所使用的地级及以上城

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7)》,部分数据来自于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的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城市宏观数据。 研究所使用的相关价格数据运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
2017)》的 GDP 指数进行平减,由于年鉴统计口径为省域数据,因此研究对各市的 GDP 指数用其所

在省份数据进行换算。 表 1 为 260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观测值

LnEFF 4. 182 -1. 562 1. 414 1. 419 0. 596 4
 

420

LEVEL 4. 000 1. 000 1. 223 1. 000 0. 617 4
 

420

LnSCA 8. 129 2. 770 5. 888 5. 942 0. 694 4
 

420

LnIND 14. 114 6. 162 10. 700 10. 741 0. 793 4
 

420

LnPROF 16. 090 5. 946 12. 190 12. 236 1. 362 4
 

420

LnFRE 11. 875 4. 663 8. 789 8. 771 0. 930 4
 

420

LnPAS 12. 438 4. 919 8. 626 8. 593 0. 915 4
 

420

LnBUDG 16. 470 7. 097 11. 914 11. 872 1. 203 4
 

420

LnROAD 9. 975 2. 639 6. 781 6. 606 1. 016 4
 

420

LnWAGE 10. 203 8. 261 9. 138 9. 122 0. 258 4
 

420

六、实证模型分析

(一)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估计

研究以全国 26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全样本,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的关系进行面板数据检验。 研究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一方面对变量间关系

进行验证,另一方面排除数据不平稳导致的伪回归出现。 检验结果表明,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

产出效率在二阶滞后的情况下保持平稳,并且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满足研究假设的推论。 说明进行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具备科学合理性。
由于城市行政级别为不随时间变化的虚拟变量,因此参考何鸣和柯善咨[38]的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

双对数 OLS 参数估计,同时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进一步通过 Hubei 目标函数对模型进

行 Robust 稳健性检验。 结果见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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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副省级城市中包含部分副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省会级计划单列市有:广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长春、济南、
杭州;非省会的计划单列市有: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
考虑到我国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与普通地级市相比存在较大优势,因此研究将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设定为准副

省级城市,与地级市形成区分;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有:南宁、昆明、长沙、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海口、贵阳、
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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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证检验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OLS

(1) (2) (3) (4)

LEVEL2 0. 260∗∗∗

(0. 025)
0. 221∗∗∗

(0. 022)
0. 221∗∗∗

(0. 022)

LEVEL3 0. 407∗∗∗

(0. 027)
0. 345∗∗∗

(0. 024)
0. 342∗∗∗

(0. 028)

LEVEL4 0. 610∗∗∗

(0. 049)
0. 331∗∗∗

(0. 047)
0. 319∗∗∗

(0. 074)

LnSCA
 0. 564∗∗∗

(0. 068)
0. 642∗∗∗

(0. 071)
0. 647∗∗∗

(0. 074)

(LnSCA) 2 -0. 018∗∗∗

(0. 006)
-0. 026∗∗∗

(0. 006)
-0. 027∗∗∗

(0. 006)

LEVELit ×LnSCAit
0. 003

(0. 01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 842∗∗∗

(0. 235)
-6. 557∗∗∗

(0. 316)
-6. 089∗∗∗

(0. 313)
-6. 105∗∗∗

(0. 322)

ADJ-R2 0. 672 0. 739 0. 753 0. 753

观测值个数 4
 

420 4
 

420 4
 

420 4
 

420

　 　 注:表中∗∗∗、∗∗、∗分别表示通过 1%、5%、10%的检验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变量的标准误差值。 下表同。

表 3　 模型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估计方法 OLS+Robust

(1) (2) (3) (4)

LEVEL2 0. 260∗∗∗

(0. 024)
0. 221∗∗∗

(0. 021)
0. 221∗∗∗

(0. 021)

LEVEL3 0. 407∗∗∗

(0. 023)
0. 345∗∗∗

(0. 020)
0. 342∗∗∗

(0. 024)

LEVEL4 0. 610∗∗∗

(0. 041)
0. 331∗∗∗

(0. 036)
0. 319∗∗∗

(0. 059)

LnSCA
 0. 564∗∗∗

(0. 070)
0. 642∗∗∗

(0. 075)
0. 647∗∗∗

(0. 081)

(LnSCA) 2 -0. 018∗∗∗

(0. 006)
-0. 026∗∗∗

(0. 006)
-0. 027∗∗∗

(0. 007)

LEVELit ×LnSCAit
 

0. 003
(0. 0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 842∗∗∗

(0. 261)
-6. 557∗∗∗

(0. 331)
-6. 089∗∗∗

(0. 334)
-6. 105∗∗∗

(0. 347)

ADJ-R2 0. 673 0. 739 0. 754 0. 754
 

观测值个数 4
 

420 4
 

420 4
 

420 4
 

420

　 　 研究所得到的实证回归结果基本验证了研究假设。 通过模型(1)可以看到行政级别对土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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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率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土地产出效率更具备优势。 对模型(2)进行分

析可以看到城市规模在一次方、二次方项上均达到了在 1%水平上显著,且二次方项系数为负,说明

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 通过模型(3)可以看到在将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纳入统

一模型后,模型依旧保持稳定,其中城市规模的作用幅度更大,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
通过模型(4)进一步引入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的交互项,结果依旧保持稳定,而行政级别、城市规模

的交互项呈现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二者间存在不协调的问题。 研究对 OLS、Robust 估计分析结

果进行对比,各项变量的系数基本相同,说明研究模型具备一定的稳健性。
(二)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全国 26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 研究发现行

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行政级

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推动作用较弱。 考虑到模型设置内可能存在二次方项引起的

共线性问题以及模型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遗漏、估计偏差,研究进一步对式(4)进行内生性检验。 通

过 Durbin-Wu-Hausman 内生性检验得到 P 值为 0. 000,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

题。 研究通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方式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39] 。 通过反复尝

试选取了城市常住人口、政府预算支出作为城市行政级别的工具变量,全社会资本存量(全社会资

本存量参考范巧[40]的研究成果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城市全社会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作为城市规模的

工具变量。 行政级别设定本身就与城市的常住人口指标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政

府预算支出直接体现出政府行政级别的职能范围与财政能力作用,城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其资本

存量的扩大,用城市资本存量也可以较为清晰反映出城市的规模效应。 因此研究所选用的工具变

量在理论上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性。 研究参考连玉君等[41] 的研究方

法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IV 估计的方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4。
表 4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系数 Partial
 

R2

LEVEL 1. 893∗∗∗

(0. 267) 0. 344

LnSCA
 10. 197∗∗∗

(1. 733) 0. 668

(LnSCA) 2 -0. 902∗∗∗

(0. 158) 0. 669

LEVELit ×LnSCAit
-0. 005
(0. 000) 0. 344

控制变量 YES

时间效应 YES

省份效应 YES

常数项
-28. 617∗∗∗

(4. 343)

sargan 过度识别统计:Chi2 = 2. 666,P= 0. 102
durbin-wu-husman 内生性检验:

 

chi2 = 719. 680,p= 0. 000
 

0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与表 2、3 的回归结果相符,说明研究结论具备较高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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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一步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的识别能力进行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模型 P 值为 0. 102,无法拒绝

原假设,说明模型所选用的工具变量基本合理,可以对模型进行识别解释。 虽然所选用的工具变量

可以达到对模型的识别解释,但也可能存在部分工具变量与模型关联性较弱的可能,因此本研究再

通过弱工具检验对所选用的工具变量进行判断。 通过弱工具变量识别发现所选用的工具变量其

Partial
 

R2 数值均保持在 0. 3 以上的水平,说明模型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三)门槛效应分析

本研究通过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得到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起倒 U 型作用,说明城市规模对

土地产出效率起的作用存在最优区间值。 研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

行捕捉分析,从而对最优城市规模进行探寻。 参考李梅和柳士昌[42] 运用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的研究

成果,对式(2)进行改写:
LnEFFit = α0 + β1LnCAP(SCAit ≤ γ) + β2LnCAP(SCAit > γ) + βicontorl + yeart + uit

 (4)
CAP 为全社会资本存量,研究在内生性检验中将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对

模型进行了验证,说明全社会资本存量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极强的正向关联性,并且与其他变量之

间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研究选用全社会资本存量与城市规模直接的关联性构建式(4)。 研究运

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自抽样检验从而对城市规模的结构变化点个数及信息进行确定。 结果见表 5。
表 5　 门槛效应检验

F 值 P 值 临界值 1% 5% 10%

单一门槛检验 47. 282∗∗∗ 0. 000 10. 294 6. 171 4. 048

双重门槛检验 102. 372∗∗ 0. 040 -347. 947 -383. 582 -403. 295

三重门槛检验 0. 000 0. 146 0. 000 0. 000 0. 000

　 　 注:P 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 500 次得到的结果。

根据表 5 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 500 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中城市规模在单一门槛下显著性水

平最高,在双重门槛、三重门槛下其显著性较低,说明城市规模存在一个结果变化点。 研究为了进

一步对结果变化点的取值及其趋势进行判断,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对式(4)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6。
表 6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置信区间

Lncap(SCAit ≤γ)
 0. 080∗∗∗

(0. 005) [0. 037,0. 123]

Lncap(SCAit >γ)
 -0. 023∗∗∗

(0. 005) [-0. 034,-0. 012]

R2
 

0. 569

F 值(P 值) 91. 77(0. 0000)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γ 387. 240 [215. 780,389. 030]

　 　 根据表 6 可以看到在城市规模小于 387 万人时,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正向作用;在城

市规模大于 387 万人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较为微弱的抑制作用,再次对假设 2 进行了

验证,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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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发现与讨论

通过对我国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所得到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

相符,通过文献分析、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城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城市在 387 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
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

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
至此研究已经从文献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三个层面对我国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

出效率的影响展开分析,接下来针对上述研究发现进行进一步讨论。
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具备显著推动作用。 刘君德[43] 、刘小康[44] 、朱建华等[45] 等学

者通过对我国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分析,发现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渗透着强烈的政府经济

行为,地区的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往往高度重合。 行政级别设定对城市的权力范围、边界范围进行

了政治层面上的限定,较高权力级别的城市在资源分配上具备优势,政府治理效率也更高,从而使

得土地资源配置矛盾更少,土地产出效率较高。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在国家及地区的发展战略中

地位更高,其得到的政策优势更大,城市进行空间布局规划的层级更高,因此其内部空间布局安排

及调整能力更好,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土地产出效率。 通过行政级别设定的方式将地理空间作为

制度性工具,可以提升城市地理空间的协调程度[46] 。
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 U 型作用变化。 城市规模作为衡量城市大小的客观变

量,随着城市的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形成集聚,为资本积累带来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优势。
但随着城市人口超过其承载力范围,由人口、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空间生产关系矛盾导致城市土地

产出效率会出现下降,因此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正面效益存在一个最优范围[47-48] 。 研究通

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作用存在着一个最优的规模区间,最优的城市

规模大致的范围在 387 万人左右。 从我国实际情况展开分析,我国的副省级以及省会城市的人口往

往超过 387 万,而对行政级别与土地产出效率关系的研究发现行政级别的提升会对土地产出效率呈

现正向作用,说明目前我国对于大中城市而言其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未形成

明显的推动作用,而我国中小城市则存在着人力资源不足抑制其土地产出效率的现象。 人口超过

387 万人的城市,往往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其呈现出的土地产出效率偏低,一方面说明简单依靠“人

口红利”、粗放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49] ,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中心

城市要通过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空间结构优化、规模范围调控等政策手段以满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目标。 另一方面超过 387 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抑制作用也说明城市

盲目扩张、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不协调会导致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降低[50] 。
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弱。 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一方面依赖

于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协调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也与城市的客观发展具有紧密联系。 研究发现二者

之间的协同作用较弱,说明决定地区及城市的空间关系的行政力量、城市客观发展存在不协调的状

况。 土地产出效率是对城市生产效率的衡量,实际上也就是对地理空间上资源有效配置能力的判

断[51] 。 行政级别是由政策层面将地理空间视为制度性工具从而对城市空间关系进行调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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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是城市实现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提升土地产出效率需要对行政力量、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进行协调匹配[52] 。 要素资源密集流动的区域往往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和区位优势,导致城市

在客观的集聚—扩散效应下会带来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和地区空间关系的不稳定[53] 。 因此需要政府

以行政级别设定、调整城市规模控制的方式进行地理空间政策规划,维持地区的地理空间梯度化结

构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通过提升土地产出效率的方式实现国家及地区土地资源的合

理分配。
 

八、政策含义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对中央及各级政府进行行政区划

调整、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建设紧凑型地区空间布局结构、协调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政府职能转型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参考。
通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含义:第一,研究为评估我国城市行政区划制度、土地资源配置的

协调关系提供了理论论证及实证支撑,为土地产出效率与政府治理模式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新方

向。 第二,探究进行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完善地区空

间治理、行政区划设置提供了理论与实证层面的验证。 第三,研究为政府根据各城市经济发展阶段

进行地区空间结构调整、城市关系梳理、土地产出效率优化提供了实践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政策含义分析,研究提出以下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有效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政策

建议。
其一,政府应当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

用。 研究发现虽然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土地产出效率越具备优势,但在全国范围内行政级别与

城市规模的匹配状况还需要进一步调节,对符合发展标准的城市积极展开行政级别的提升,同时严

格管控城市规模,避免由于人口、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城市空间关系矛盾的激增。 政府一方面应当

转变职能,要着眼长远展开行政区划的调整工作;另一方面应当将国家的区域发展规划与行政区划

设置工作相结合,以发展城市群作为行政区划设置目标;再一方面应当持续进行城市规模扩容与战

略性空间调整,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规模的协同效应。
其二,政府应当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

展。 研究结论说明以行政力量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城市规模控制具备可行性及必要性。 政府

一方面应当重视行政区划制度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通过行政级别调整、城市规模管控

提升土地产出效率与空间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应当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动态化的行政区划设置与

调整的制度流程,开展实行行政区划制度的试点工作;再一方面应当梳理细化城市行政级别的设计

模式,由行政级别设置给城市发展赋能,推动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
其三,政府应当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

的匹配程度。 研究发现说明行政力量与资本流动均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产生影响,对地理空间

进行规划有利于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政府一方面应当正确处理等级结构、规模大小、土地资

源之间的作用关系,在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空间布局的规划调节[54] ;另一方面应当形成

行政区划制度与城市职能的匹配[55] ,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治理模式的优势;再一方面

应当以行政区划设置促进城市土地产出效率提升,合理高效利用地区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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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that
 

came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 
 

2019
 

emphasiz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government 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by
 

optimizing
 

the
 

setting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untry  s
 

political
 

power
 

in
 

geographical
 

space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ty s
 

resource
 

allocati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policy
 

planning.
 

Cities
 

can
 

take
 

advantage
 

of
 

administrative
 

levels
 

to
 

obtain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s
 

in
 

China  s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ur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evels
 

also
 

captures
 

the
 

key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economic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begins
 

wit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s
 

administrative
 

level.
 

On
 

this
 

basi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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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scale
 

economy
 

theo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ory
 

are
 

used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evels 
 

urban
 

scale
 

and
 

land
 

output
 

efficiency.
 

It
 

analyzes
 

the
 

role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promoting
 

land
 

output
 

efficienc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ower
 

function 
 

fiscal
 

capacit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verted
 

U-shaped
 

structure
 

effect
 

of
 

city
 

size
 

on
 

land
 

output
 

efficiency
 

from
 

two
 

dimensions
 

of
 

scale
 

agglomeration
 

and
 

over-accumula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economic
 

regions 
 

the
 

synergy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urban
 

scales
 

on
 

the
 

efficiency
 

of
 

land
 

output
 

is
 

analyzed.
 

I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part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setting
 

of
 

administrative
 

levels
 

under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ncorporates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s 
 

city
 

scale 
 

and
 

land
 

output
 

efficiency
 

into
 

a
 

unified
 

panel
 

data
 

model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panel
 

data
 

fixed-
effect

 

mode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the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6 
 

and
 

the
 

endogenity
 

test
 

was
 

used
 

to
 

control
 

the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
 

variables
 

in
 

the
 

model.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optimal
 

interval
 

value
 

that
 

exists
 

under
 

the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f
 

city
 

size
 

on
 

land
 

output
 

efficiency 
 

the
 

study
 

uses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use
 

the
 

total
 

social
 

capital
 

stock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o
 

pass
 

500
 

self-sampling
 

threshold
 

effect
 

tests
 

on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city
 

scale.
 

Click
 

to
 

explore.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first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land
 

output 
 

second 
 

the
 

size
 

of
 

the
 

city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land
 

output 
 

and
 

the
 

city
 

is
 

at
 

the
 

best
 

when
 

there
 

are
 

3. 87
 

million
 

people
 

City
 

scale 
 

thirdly 
 

the
 

synergy
 

of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city
 

scale
 

on
 

land
 

output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small.
 

At
 

this
 

stage 
 

there
 

is
 

an
 

incoordination
 

between
 

city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city
 

scale.
 

Finally 
 

the
 

study
 

start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focusing
 

on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urban
 

space
 

governance 
 

coordina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ystem 
 

promoting
 

the
 

soun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land
 

properties.
 

Propos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ree
 

aspects 
 

which
 

can
 

promote
 

the
 

synergy
 

of
 

efficiency
 

and
 

improve
 

the
 

matching
 

degree
 

of
 

urban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level 
 

optimal
 

city
 

size 
 

land
 

output
 

efficienc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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